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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提 要〕　按照传播学的理论 ,传播活动本身就决定并解释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其他活动 ,词的盛衰同样遵循着这样

的规律。“婉约”作为词学批评最基本的范畴之一 ,它的形成 、提出和界定 ,反映了在不同的传播阶段 ,为适应不同的传播活

动的形式和性质 ,词的创作和审美风尚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,并由此也决定了词学范畴的最终确立和词学理论的衍变。词

在源起之初的传播媒介正是处于传播学意义上的第一阶段 , 即“示现的媒介系统”时期 , 这一系统的主要特点就是依靠“面

对面”的视觉 、听觉等感官刺激直接进行交流来获取传播讯息 ,这一传播方式的娱乐性 、即时性和随意性主要决定了词体形

式上的“婉” ;当词进入传播媒介的第二阶段 , 即“再现的媒介系统”时期 , 主要依靠文人的案头创作和书面传播的词体逐渐

被提升到“婉约”的高度 ,即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婉媚和谐 , 更要求内容上的微言大义 , “言近旨远” 。正是传播方式的改变决

定并解释了词由起源于坊间歌楼的浅俗最终走向文人案头的典雅 , 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一代之文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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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词学批评的所有范畴中 ,若要用一对最有概括性的范

畴来总括词之特性 , 恐“婉约”与“豪放”最为当之无愧 , 而在

这一对矛盾范畴中 ,尽管时有争议 , 但传统词学界以“婉约”

为正 , “豪放”为变 , 应是通识。从这一点上说 ,“婉约”比“豪

放”更能从本质上说明词的独特体性。导致这一基本范畴形

成的原因很多 ,前代学人从词之本体 、创作 、审美等方面多有

精辟论述 ,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重新观照词的兴起和嬗变轨

迹 ,则未见有足够的关注。事实上 , 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包括

文化活动都是由其传播方式来决定的 ,因而人的文化活动及

其性质和成果都可以而且也应该从其传播活动的角度来进

行阐释 ,文学艺术活动尤应如此。例如当代方兴未艾的网络

文学 ,当人们在津津乐道地讨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

关系和异同时 ,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了它们不同的传

播媒介上 , 可以说 ,网络文学的一切特质最终都是由它的传

播媒介———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接受群体来决定的。将时

光倒推千余年 ,词 ,曾经作为人类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重

要方式和重要成果 ,她的文化价值仍然影响并构成着当代文

化生活的一部分 , 那么 , 从传播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导致“婉

约”词的兴起和最终以压倒优势成为词之“正宗”的根本原因

也就是情中之理了。

传播学将传播媒介的进化分为三个阶段 , 即“示现的媒

介系统” ———“再现的媒介系统”———“机器媒介系统” [ 1] , 近

人胡适曾将词的发展历程总结为“ 歌者之词———诗人之词

———词匠之词” [ 2] ,如果以词的主要传播媒介使用情况看 ,笔

者将词的发展划分为两大阶段:宋室南渡之前为示现媒介系

统为主的“歌者之词”时期 ,南渡之后为再现媒介系统为主的

“文人之词”时期(因历史的原因 , 机器媒介系统并未进入词

学发展领域)。这种划分的理论依据是:和其他文化活动一

样 , 词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 ,根本上就是因其传播活动(包括

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)决定 , 而相应地也决定了词学范畴的

衍变和最终确立。“婉约”作为词学的基本范畴之一 ,其概念

的提出和内涵的界定并最终成为词学界通论的原因也应从

词的传播活动的层面进行考察。

一 、示现媒介系统时期的词之“婉”

《说文》:“婉 , 顺也” [ 3] (618),即“和顺宛转”之意。“婉”既

可形容人物(尤指女性)外貌的柔和美好 ,如“有美一人 , 清扬

婉兮”(《诗经·郑风·野有蔓草》),以及性格的柔和温顺 , “妇

德尚柔 , 含章贞吉 , 婉 淑慎 ,正位居室” [ 4] 。又从形容人物

容貌性格的和顺美好引申为形容书法 、诗文风格的柔美和

顺 , 如钟嵘论诗曰:“文体省净 ,殆无长语。笃意真古 ,辞兴婉

惬。” [ 5]“少游能曼声以合律 , 写景极凄婉动人。”(贺裳《皱水

轩词筌》)[ 6] (696)“宋人作词多绵婉 , 作诗便硬。”(王又华《古

今词论》)[ 6] (609)“婉”还可用来形容声音的婉转缠绵 , 如姜夔

自序《暗香》:“使工妓隶习之 , 音节谐婉。” [ 7]

可以说 , 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词及其重要的传播媒介从

唐代一开始登场 , 就具备了“婉”的各种意蕴:歌者姿容的婉

媚和性格的婉顺 , 曲调的婉转 , 文辞的婉丽。这一切意蕴又

都是由词在最初的传播活动中的形式与性质来决定的。

按照传播学的理论 ,传播活动解释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其

他活动:

Communication...isnot a secondary phenomenon that can

be explained by antecedent psychological , sociological , cultural ,

or economic factors;rather , communication itself is the prima-

ry , constitutive social process that explains all these other fac-

tors[ 8] .

换言之 , 正如麦克卢汉所宣称的:媒介即讯息。从人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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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 ,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在各个时代传

播的具体内容 ,而是这个时代所普遍使用的传播媒介的性质

以及由此决定的其他文化可能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 , 媒介是

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,每一种新的媒介的诞生都直

接促生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。

具体到词学批评中来 , 所谓一代之文又“每与一代之乐

相表里” ,与词“相表里”的“乐”即为在唐代达到鼎盛的燕乐 ,

可以说 ,燕乐的盛衰与词的盛衰亦互为因果 , 相伴始终。倚

燕乐之声而填写的长短句之词 ,其体性的最终确立不是基于

它所承载的文学内容 ,也就是说 , 对词而言 ,真正有价值的讯

息不是词这一文体所承载的文字内容 ,而是它所赖以生存和

发展的“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” 。 传播工具性

质的改变又反过来决定了词的体性的衍变 ,并为词学范畴的

确立提供了可能性。

因此 ,讨论词的体性之正变 , 必得回到其发展过程中的

传播活动的变迁中去寻觅根本原因。燕乐作为词的音乐载

体 ,并不能看作是词的传播媒介 ,胡适对词发展轨迹的三段

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词在最初的传播媒介是“歌者” , 正是这

个传播媒介的特性决定了词的体性 ,形成了词独特的审美风

尚。

众所周知 ,词原本就起源于民间。词所肇兴的音乐背景

即唐朝达到极盛的燕乐。杂用胡乐的燕乐在盛唐风靡一时 ,

而得风气之先的乐工歌妓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, 率先倚

声填词 ,播于民间。

可以说 ,词自唐五代到北宋 , 基本上还是处于“歌者之

词”的阶段 , 它的主要传播媒介就是唐代所说的“音声人” ,即

乐工歌妓。这一特定的传播群体决定了词在创始之初就开

始流落风尘 ,并长期流连风尘 , 其反映的内容也主要是与他

们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“情事” ,“其间有怀念征夫之词 ,有

怨恨荡子之词 ,有描写艳情之词 , 与《花间》《尊前》之内容相

较 ,亦无二致。”(唐圭璋《云谣集杂曲子校译》)[ 9] (81)

以女性为主体的词的传播媒介决定了词的生存和发展

越来越依赖于女性传播的方式和特点。这一传播媒介的传

播活动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呢?

毋庸置疑:作为传播主体的歌妓而言 , 要谋得生存的一

席之地 ,首先必须具备视觉效果上的“艳丽” , 以“色”愉人目 ,

主要表现在容貌和服饰的艳丽上;其次是听觉效果上的“柔

媚” ,以“声”悦人耳 ,这里特指“歌声” , 也是唐宋歌妓所必备

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才艺之一 ,男人唱歌技艺再高超也不免遭

到嘲笑 ,人们普遍接受和欣赏的是“语娇声颤 、字如贯珠”的

“玉人”之歌 , 是“十七八女子 , 执红牙板 , 歌`杨柳岸晓风残

月' ” , 甚至到了时代风尚“独重女音”的地步;再次是精神交

流层面上的“和婉” ,特殊的职业性质要求歌妓们还必须具有

和婉柔顺的性情 ,甚至在更高层次上还要求她们具有能与士

大夫文人酬唱机变的才能。

作为词最初主要传播场所的坊间歌楼和宴饮酒会而言 ,

首先也是要求视觉效果上的“艳丽” ,所谓“绮筵公子 , 绣幌佳

人 ,递叶叶之花笺 , 文抽丽锦;举纤纤之玉指 , 拍按香檀。不

无清绝之词 ,用助娇娆之态” ;其次依然是听觉效果上的“娇

媚” ,“声声而自合鸾歌” 、“字字而偏谐凤律” ;词的主要功用

就是在宴饮之时侑酒娱乐 , 粉饰太平 , “庶使西园英哲 ,用资

羽盖之欢;南国婵娟 ,休唱莲州之引” [ 10] 。

可以说 , 词源起之初的传播媒介正是处于传播学意义上

的第一阶段 , 即“示现的媒介系统” ,这一系统的主要特点就

是依靠“面对面”的视觉 、听觉等感官刺激直接进行交流来获

取传播讯息。对词来说 , 这一“面对面”的交流场景无疑是极

具“声”“色”两方面的媚惑的。

与词第一阶段传播活动的民间性和女性化相应的 , 人们

形成的对词的认识也就多集中于它传播过程中的“声色”效

应 ,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词学范畴也反映了人们的这种认

识 , 如“含思宛转 , 有淇濮之艳” [ 11] ,“长短句命名曰曲 ,取其

曲尽人情 , 惟婉转妩媚为善” [ 12] , “士大夫所作歌词 , 亦尚婉

媚”(王灼《碧鸡漫志》)[ 6] (79)。即使是被推为豪放词之宗祖

的苏轼 , 自己也承认词的主导审美趋向还是“婉” :“微词婉

转 , 盖诗之裔” [ 13] 。无论是“婉转”还是“ 婉丽” , 抑或是“婉

媚” ,其共同特点都着眼于“婉” , 即适应歌女在演唱时的需

要 , 讲究音调的谐婉和美 ,姿态的柔婉妩媚 ,能凭借“面对面”

的交流直接给其传播对象带来感官上的愉悦 ,“婉”字确乎是

词登坛时的“声色”效应导致的必然结果。

可以说 , 在示现媒介系统传播时期的词 , 特殊的传播形

式导致词的发展渐渐使那些慷慨激昂的燕乐曲调生存空间

越来越小 , 而侧艳婉媚成为词的主导风格:即创作内容上重

艳情 , 形式上趋婉媚。

二 、再现媒介系统时期的词之“婉约”

如果说 , 示现媒介系统时期“面对面”的交流直接促成了

词“婉”这一风格的形成 , 那么“约”这一审美取向就要等到词

的再现媒介系统时期了 。

相对于示现媒介而言 ,再现媒介的信息传载优势有了新

体现 , 其主要特征是:

1.传载信息的稳定性。再现媒介特别是纸质媒介 , 其传

达信息的主要符号———文字是凝固在媒体之上 , 长久不变

的。因此 , 其传达的信息是稳定的 ,不随时间 、地点和受众的

行为而变化。

2.传载信息的可复读性。稳定的信息具有可复读性 , 适

于内容复杂 、阅读所需的背景知识比较艰深的信息 , 因此 , 用

典 、双关 、蕴藉 、言外之意等 , 就成为纸质媒介无与伦比的优

越性。

上述两个特征 , 反映到文字表现力上 , 就是充分发挥书

面语言含蓄 、凝练的优长 ,使文字中蕴涵的信息更加丰富 , 而

使用的符号单元更加俭省。“约”这一范畴的提出 ,正是应和

了这种纸质书面文字的表达特质。

《说文》:“约 , 缠束也。” [ 3] (647)运用在文字表现则为隐微

难明 , 非一语道破之义 ,《荀子·劝学》云:“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”

王先谦注曰:“文义隐约 , 褒贬难明 , 不能使人速晓其意

也。” [ 14]而“婉”亦含“简约”之意 , 因此文学批评中“婉约” 并

称 , 应是诗文音节宛转和美 , 涵义简约隐微 , “终不许一语道

破” 。“婉约”一词 , 最早并非用于词学批评 ,《国语·吴语》:

“故婉约其辞 ,以从逸王志。”“婉约”用于诗文批评则早就出

150

文学·语言·文化

《甘肃社会科学》 2006 年第 4 期



现在陆机的《文赋》中:“或清虚以婉约 ,每除烦而去滥” 。

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 ,“婉约”这一范畴已是对文人创作

的较高的美学要求 ,而同民间诗歌创作的质朴率真 、浅白通

俗大异其趣 。如果说民间诗歌作品在音律上还经常可以达

到宛转和美的艺术效果的话 , 那么要求简约隐微 、含蓄蕴藉

的诗歌艺术特质 ,也就是要求在简短的词句中蕴涵曲折深刻

的情感 、怀抱 , 这就是民间歌曲很难达到的高度了。

词要从仅具备形式上的“婉”最终达到形式与内容谐美

的“婉约”的境界 ,必须经过文人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

和摸索。词在数百年间的盛衰史 ,也确实体现了这样一个漫

长的探索历程。

既然词起源于民间 ,起源于坊间歌楼的乐工歌妓 , 它的

传播特点注重的是“面对面”的声色交流 ,其传播形式的娱乐

性 、即时性和随意性必然造成词在滥觞期的重“声” 不重

“辞” ,看重的是音律的和谐婉媚和歌词是否合律 , 至于歌词

是否清雅 、内涵是否深刻倒并不重要 , 一则乐工歌妓的文学

素养还不能将歌词创作提高到文学创作的高度 , 二则迎来送

往 、喧嚣热闹的职业生涯也使得他们(包括作为传播主体的

歌妓和传播对象的士人和市人)尚无暇顾及雕琢歌词的内

容。沈义父的《乐府指迷》就指出:“秦楼楚馆所歌之词 , 多是

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 , 只缘音律不差 , 故多唱之。求

其下语用字 ,全不可读。” [ 6] (281)

赵尊岳在谈到最早的敦煌曲子词集《云谣集》时也说:

缅维当日 , 此三十首 , 或出歌楼酒人之口吻 ,

或即为伎家操索之群工 , 见有旧谱 , 为撰新歌 , 率

意取男女爱悦 , 伤离惜别之情事 , 纬之以音节 , 被

之于歌筵。推其用心 , 正不在文字之求工 ,而务合

于管瑟[ 9] (58)。

沈义父和赵尊岳的两段话揭开了两层意思 , 其一 , “前

辈”也有文人偶或染指词曲创作 , 但因为对乐调没有足够的

了解 ,因此“无人唱” , 丧失了传播媒介 ,也就失去了在传播活

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可能 ,反倒是熟悉音律的乐工歌妓能按

谱填词 ,可是他们的文学素养又使其“下语用字 ,全不可读” ,

词的全面兴盛还有待时日。其二 , 出于“歌楼酒人”“伎家操

索”之歌词 ,虽然本意不在文字之工 ,但偶尔也会有“天籁以

传其至情” , 曲调谐婉 、歌词“朴茂” , 于是能够 “ 以行俗之

便” ,“极行远之长” , 让听到的人在“激赏”之余 , “争相著录” 。

这些曲调婉媚或曲 、词兼美的词流传得久了 , 广了 , 自然会引

起那些与歌妓交往频繁的唐宋士人们的注意。如白居易 、刘

禹锡等就是得风气之先而尝试填词的文人 ,晚唐诗人温庭筠

更是能“逐弦歌之音 , 为侧艳之词” , 成为词坛大家。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,文人参与词的创作并未从根本

上改变词之侑酒佐欢的基本功用 ,他们创作的目的也还是为

了能让歌女们能在酒筵歌席上演唱 ,因此不得不适应这一传

播群体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 ,《花间》所辑 , 可资佐证。

不过 ,文人的创作毕竟不同于乐工歌妓的“率意” , 即使

他们有意迎合歌者的需要 ,在酒筵歌席上的即兴创作也是建

立在长期积累的深厚的文学素养的基础之上 , 词就在文人和

歌妓的互动中一步步走向雅化。一方面 ,文人从长期的听词

唱曲中渐渐熟悉 、掌握了音乐的曲调 , 因而所作之词能被歌

女们被以管弦 , 广泛传唱;另一方面 , 获得文人相助的歌妓在

吟唱这些日趋典雅精致的歌曲时 , 也能增进才学修养 ,并进

而自重身价。

可以说 , 从晚唐五代至北宋 , 词的传播活动是从示现媒

介系统时期逐步过渡到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,而这一阶段仍是

以示现媒介系统为主 , 再现媒介系统则逐渐渗入词的传播活

动当中来。诗人通过示现媒介系统逐渐掌握了创作词的规

律 , 开始以余力作词 , 北宋前期文人除“奉旨填词”的柳永外

多属此类。诗人填词最初大多是以“谑浪游戏”的态度为之 ,

认为填词为“薄伎” , 目的也是为了“聊佐清欢” , 因此 ,词的传

播活动仍然主要依赖示现媒介系统 ,有的甚至不希望通过再

现媒介系统来使自己的作品流传:“文章豪放之士 ,鲜不寄意

于此者 , 随亦自扫陈迹 ,曰谑浪游戏而已也。” [ 15]

然而随着词的发展和日益受到重视 ,出现了一批将自己

才情的精华部分都倾注在词创作中的文人 ,他们精通音律 ,

着意辞藻 , 注重词的独特体性 , 并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篇有

关词的专论———《词论》 , 李清照在《词论》中提出了词“别是

一家”的主张。在对当朝词人逐一提出批评的同时 , 也揭露

了她对于词之体性的认识:在注重词的音乐性的基础上 , 继

而提出文词上的铺叙 、典重 、情致 、故实等创作标准。值得注

意的是 , 在这样一篇词论专文当中 ,李清照却引用了看上去

似乎与下文联系不大的李八郎唱歌的典故 ,其实 , 李清照这

样做的意图无外乎一个:提醒人们注意词在最初和歌唱之间

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 ,从而说明只有从音乐出发 , 才能真正

认识词不同于诗的独特体性。

前代论者多有批评李清照论词过于倚重词的音律 , 但其

实 , 清照的这篇词论最终落脚点却回到了词的文学性上:那

就是在协律的基础上 , 还要求词具有“文雅” 、“铺叙” 、“典

重” 、“情致” 、“故实” ,若是没满足这些创作标准 , 即使是能知

词“别是一家”的晏几道 、贺铸 、黄庭坚 、秦观也是“良玉有瑕 ,

价自减半”了。

李清照的《词论》无意中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:经过

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,在“礼乐文武大备”的时期 , 词已不再

是当初那流落风尘并长期流连风尘的“胡夷里巷之曲” , 也已

经不再是欧阳修 、苏轼等人以“谑浪游戏”的态度作的“小

词” ,“她”应该要“从良”了 , 抖落身上的风尘气 , 从此登上文

学的大雅之堂 , 以“别是一家”的姿态与诗分庭抗礼。换句话

说 , 仅仅凭面对面的“声色”来取悦人的感官的词之示现媒介

系统时期结束了 , 词应该走向文人的案头 , 通过更加严肃 、规

范的渠道来进行传播 ,真正进入到词之再现媒介系统时期。

也只有进入到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,词才真正能够不仅仅凭借

音乐的媒介 , 而更以其文学属性在文学圣坛上分得一杯羹。

不少人对李清照之评论过于苛刻甚至刻薄颇有异议 , 但

事实上 , 第一位对词创作进行如此严格规范的居然是一位女

性 , 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。在我们讨论词的示现媒介

系统时期已经说到过 ,词在源起时期主要依靠面对面的“歌

唱”来传播 ,其主要传播媒介是歌女 , 主要传播场所是坊间妓

院和酒筵歌会 , 而能够频繁光顾这些传播场所 , 并且与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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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传播媒介频繁接触的却只能是男性 , 也就是说 ,传播的

对象仅限于男性。李清照出身书香门第 ,作为缙绅官宦人家

的大家闺秀 ,她不可能光顾这类场所 , 因此尽管她能从音律

的角度认识到词“别是一家” ,但她对词在示现媒介系统时期

呈现出来的某些特质却非常反感 , 例如她对柳永的批评:柳

永的词尽管“协音律” , 并且“大得声称于世” , 但因为他终身

浸淫在歌楼妓馆 ,所作之词多是为妓女演唱服务 , 内容偏重

艳情 ,他的创作自然得不到李清照的认可。 可见 , 在清照看

来 ,“协律”只是词的基本属性 , 却并非她真正想要说明的词

之美学范畴。李清照并没意识到 ,其实“协律” 、“词语尘下” 、

偏重艳情正是词在示现媒介系统时期 , 由其传播媒介 、传播

场所和传播对象共同决定的特质。 或者说 , 即使她能意识

到 ,也不愿意这么承认 , 不愿意让她所钟爱的这一新兴文体

继续这么“沉沦堕落”下去 , 她认为词应“文雅” 、“铺叙” 、“典

重” 、“情致” 、“故实” , 都是在强调词进入再现媒介系统时期

应该具备的文学属性。可以看出 , 在这几点创作标准中 , 除

了“情致”是在示现媒介系统时期词已经体现出来的基本特

性之外 ,其他几点都必须等到再现媒介系统时期才有可能得

到充分发展。试想 ,在觥筹交错 、倚红偎翠的酒筵歌席上 ,谁

会耐着性子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蕴涵着深刻情感和“故实”的

高雅文辞呢?

从这一点来说 ,李清照《词论》的推出是适时地顺应了词

从示现媒介系统到再现媒介系统的过渡。对清照本人而言 ,

她的创作基本严格遵循着她自己对词的规范和要求 , 她的性

别 、生活处境 、家学渊源都决定了她的创作不可能像她之前

的那些男性词人一样是为着应歌而作 , 具体说 ,是应“歌女”

而作。李清照的创作和理论虽然一再强调以“协律”为基础 ,

但她创作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拿到秦楼楚馆里面去传唱 , 而是

通过其他媒介来实现其传播的活动和意义 , 这就是以印刷 、

字画等书面传播媒介为基本要素的再现媒介系统(例如她通

过书信传给赵明诚的相思词),她才有可能超越面对面交流

的声色媚惑 ,在协律的基础上 , 进而实现在“案头”对词的字

斟句酌 , 实现文字的高雅 、铺叙 、典重 、故实和浑成。毋庸讳

言 ,这种创作形式必须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, 是很难在即

兴和即时的面对面交流中完成的。李清照虽然并未从理论

上提出“婉约”这一范畴 ,但她的创作实践却实现了从“婉”到

“婉约”的转变 ,从这一点上说 , 李清照被后人推为婉约词之

宗祖是当之无愧的:

张南湖论词派有二 , 一曰婉约 , 一曰豪放 , 仆

谓婉约以易安为宗 , 豪放惟幼安称首。(王士祯

《花草蒙拾》)[ 6] (685)

完全可以说 ,尽管李清照本人并非自觉 , 但从传播学角

度而言 , 她确实则不仅以创作实践 , 更从批评理论上实现了

词从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到再现媒介系统时期的转变 , 标志着

词从口头传播正式进入文人书面传播的领域 , 并且最终成为

一代之文学 ,俨然与诗并驾齐驱 ,成为一种即使脱离音乐载

体也能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新型文体。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,

推动了词由口头传播时期仅仅注重形式上的“婉”而最终不

仅注重形式上的“婉” ,更注重形式和内容上的“婉约” , 于是 ,

“婉约”这一范畴的内涵就在李清照这里逐渐清晰和丰满起

来。

到了南宋 , 词在经历了歌者———文人的单向传播与互动

传播之后 , 曲子词在文人间的普及比北宋更为深广 , 由于文

人长期濡染了这一社会风气和文学风气 ,许多文人不仅具备

深厚的音乐功底 , 在文字工夫方面亦日渐讲究 , 推敲锤炼之

功日甚。文人结社酬唱风气盛行 、以学问为词 、以议论为词 、

比兴寄托成为有意识的创作手段等等 ,这几大方面成为南宋

词创作的重要特点。 这几大特点除了“以议论为词”尚属辛

派词人所独有之外 , 其他几个方面均为南宋重要词人和重要

词人群体所共有。 尤其是风雅派词人 , 不仅继续稳固了词

“婉”的基本特质 , 并且还大力发展了词“约”的审美风尚。南

宋慢词长调的创作已成词坛主流 , 相对于北宋前期的小令 、

相对于绝句律诗的思想内容含量都更为丰富 ,但“约”仍是文

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 , 其用典使事 、比兴寄托等创作手法

的运用其实都是为了使作品在有限的容量里包含有无限的

内涵和联想空间。因此“约”在词创作中的内涵 ,不仅在于字

句的凝练 , 无拖沓语 , 无累赘语 ,并且还须具备感发的力量 ,

能于言有尽之外体味到意无穷之感 ,吟诵已尽而余音袅袅。

南宋文人词的创作大多已经完全超出了普通歌者的文

艺修养所能达到的高度。尤其是南宋文人的作品大多在词

社社友中流传 , 也即文人与文人之间组成了一个完整的 、相

对独立的传播系统 , 在歌者之词时期扮演过主要角色的歌

者 , 在文人传播系统中其实只是扮演了一个“调音器”的角

色 , 她们虽然仍然以其无与伦比的性别和性感优势在文人集

社唱和和游玩赏乐之时用她们的声色效应以资娱乐 ,但在词

创作和传播活动中 , 文人的创作不会再考虑歌者的接受 , 也

就是说 , 文人的词创作大多已不在歌者的经验范围之内 , 而

仅仅只停留在文人的经验范围内 ,文人的创作也不再是依据

歌者之中流传的那些民间曲调 ,而多是专门的音乐官府制作

和文人自度曲。如果说歌者仍然在文人之词的时代扮演着

某种特定角色的话 , 那么她们的主要功能是在文人创作之

后 , 以其歌喉来检测他们的文学产品是否完全协律 , 是否达

到了声文相谐 、尽善尽美的境界 , 而这样的歌者往往也不再

是坊间歌楼的普通妓女 ,而是家庭蓄养的受到良好艺术教养

和艺术熏陶的歌女。在文人之词的传播系统中 ,文人的作品

也不再向歌者的审美情趣靠拢 ,他们不再考虑他们传播的信

息(作品)能否适应歌者的文化功底和审美趣味。换言之 , 在

这一系统中 , 歌者既不是信源(传播者), 也不是信宿(接受

者),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传播媒介 , 文人词的信源和信宿都是

文人 , 歌者扮演的仅是一个配角 。在文人词的传播系统中 ,

主要的传播媒介就是再现媒介系统时期的纸质媒体 , 如书

信 、题词 、印刷品等。当然 , 在以示现媒介系统为主的歌者之

词的时代 , 亦有通过书信 、结集出版等形式来实现词的传播

的 , 如苏轼的大量作品就是赠人或唱和之作 , 但在北宋 , 苏轼

的影响虽然很大 , 却没有形成词创作和传播的主流 , 可以说 ,

在歌者之词的时代 , 苏轼只是少数的特例。而在南宋 ,通过

再现媒介系统 , 如书信赠答等就成为非常普遍的传播方式和

时尚了。

152

文学·语言·文化

《甘肃社会科学》 2006 年第 4 期



如果说 ,词之“婉”在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就可凭面对面的

传播交流直观感受到的话 ,那么词之“约”则必须等到再现媒

介系统时期 ,凭借纸质媒体 , 进行再三复读 ,不断在眼前的重

现 ,才能透过字句的表面 , 深味其含蓄无穷的韵致。

三 、“婉约”范畴的提出是词传播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

“词兴于唐 ,盛于宋 ,衰于元 , 亡于明。”(陈廷焯《白雨斋

词话》)[ 6] (3785)数百年的词坛风云际会奠定了词以“婉约”为

基本的特质。

率先在词学领域提出“婉约”这一范畴的是明代张 :

按词体大略有二:一体婉约 ,一体豪放 。婉约

者欲其词情蕴藉 , 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。盖亦存

乎其人。如秦少游之作 , 多是婉约;苏子瞻之作 ,

多是豪放。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 , 故东坡称少游

今之词手;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 , 要非本

色。今所录为式者 , 必是婉约 , 庶得词体 , 又有惟

取音节中调 , 不暇择其词之工者 ,览者详之
[ 16]

。

“婉约”这一范畴一经提出 ,立即引起了词学界的关注和

普遍认同。稍后的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就云:“至论其词 ,

则有婉约者 ,有豪放者。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 , 豪放者欲其

气象恢弘。盖虽各因其质 ,而词贵感人 , 要当以婉约为正 ,否

则虽极精工 ,终乖本色 , 非有识者所取也。”也正所谓“词曲不

尚雄劲险峻 ,只一味妩媚闲艳。便称合作。 是故苏长公 、辛

幼安并置两庑 ,不得入室”(王骥德《曲律》卷四)。

在“婉约”这一概念明确提出之前 ,已有很多类似范畴相

继被用来界定或说明词的独特体性 , 例如前文所提到过的

“婉转” 、“委婉” 、“婉媚” , 而“婉约”这一范畴的最终确立 , 是

在词经历了从源起到极盛再到衰落的几乎全过程之后 , 曲在

元代的盛行几乎彻底摧跨了词一枝独秀的地位 , 而新兴的文

体“曲”亦经历了词曾经走过的历程:从口口相传的示现媒介

系统时期走向书面传播的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, 从兴盛到衰

落。在进行反思的明清时期 ,人们又提出了词既不同于诗又

不同于曲的观念:“上不似诗 ,下不似曲” [ 17]的本质就是对词

的雅俗问题提出界定 ,雅俗的分野又恰恰取决于传播活动的

形式和性质———传播媒介与传播对象的性质。 当词越来越

脱离示现媒介系统 ,进入到纯粹的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, 实现

这一蜕变的词因为失去了主要的传播载体 ,而被处于示现媒

介系统上升时期的新文体“曲”所代替。清代词创作与理论

虽然有了再度的振兴 ,当此时的词 , 早已“物是人非” , 成为纯

粹的“案头作业” , 相应的 , 无论是“醇雅” 、“雅正” 、“比兴寄

托” , 词之“雅化”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创作标准和美学标准 ,

其实质就是希望改变目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 , 推尊词体 , 将

以艳情为旨归的唐宋词也打上“比兴”的烙印 , 从而达到“微

言大义”的“约”的审美境界。这类理论的登峰造极者即常州

派的张惠言。在张惠言这里 , 词之婉约的标准更加明确化

了:虽然词体“文小”“声哀” , 却是借“风谣里巷男女哀乐” ,来

抒发“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” ,并且上攀“诗之比

兴变风之义 ,骚人之歌”(张惠言《词选序》)[ 6] (1617), 都是有深

厚的感慨寄托的 ,被他推崇备至的温庭筠 , 也不再是那个“逐

弦歌之音 ,为侧艳之词”的浪荡公子 ,而是“其言深美闳约”的

词坛“最高”之人。

很显然 , 到了清代词论家这里 , 他们已经不能满足对词

“婉”的形式化要求 , 而特别标举了对“约”的内容要求 ,无论

是“幽约” 、“闳约” 、“婉约深至” , 还是“意内言外” 、“言近旨

远” 、“意在笔先 ,神余言外” ,都强调词创作要超越其体格之

小 、之婉 ,而能“寓孽子孤臣之感” , 或写“忠爱悱恻 、不淫不伤

之旨” ,深厚缠绵 , 含蓄隽永 ,典雅醇厚 , 这才是词中之“正” 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论 ,清代词学家对于读者也提出

了相应的审美要求。 相对于信宿(文人)在词之示现媒介系

统时期呈现出来的“冲动型”或“一时高兴”的直观感受 , 词到

了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,既然其信源(作者 , 即文人)的创作目

的和创作动机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, 传播渠道也由相对严

肃 、稳定 、理性的书面传播取代了以随意性和娱乐性为主要

特征的面对面的口头传播 , 那么相应的 , 其传播活动的终点

———信宿(即读者 ,大多也是文人 , 或者是具有相当文学素养

的人)也就必须通过相对严肃 、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他所接收

到的信号。从况周颐提出的读词之法与作词之心 、境 ,王国

维之三境界以及钱斐仲之读词三境界等观点即可知 ,词再也

不是曾经那个“如厕”所阅之小道卑体 , 再也不应 、也不可能

在樽前花下酒酣耳热之际率意写之 、率意听之 , 它必须经过

艰苦的积累 、酝酿才能触景而生 , 一朝勃发;读词亦然 ,既然

作者(信源)发出的信号经过了如此艰苦的锤炼 ,并且有如此

深厚的蕴意与功力 , 作为信宿的读者若以轻率 、不以为意的

态度去进行接受 , 那么他所获取的信息必然是浅薄的 、不完

整的 , 甚至是不真实的。只有信宿(读者)也抱着同样严肃 、

理性 、认真的态度反复阅读作品 ,方能透过辞藻 、声律等外在

形式 , 一步步深入了解到所接收信号(词)承载的真实内涵 ,

当然也只有通过稳定的 、可供反复翻阅品读的再现媒体 , 信

宿(读者)才能有充分的时间与心理准备对所接受的信号

(词)进行深刻解读 , 方能与信源(作者)发出信号的本意尽可

能接近 , 达到信源(作者)与信宿(读者)心灵深处的共鸣 , 共

同完成一个完整且完美的传播活动。

总之 , 词学批评中“婉约”范畴的形成 、提出和界定 , 其实

质正是反映了词的传播活动从面对面声色交流的示现媒介

系统时期 , 到以文人书面传播为主的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, 在

不同的传播阶段 , 为适应不同的传播活动的形式和性质 , 词

的创作和审美风尚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,并由此也决定了词

学范畴的最终确立和词学理论的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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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待 ,没有什么神秘 , 因为它合用 ,别的工具不合用。资产阶

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 , 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, 就是辩证唯

物主义 ,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 , 才合用。马

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 , 如党的学说 、民族学说 、阶级斗争学

说 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、文学艺术理论等等 ,也都应当当作合

用的工具来看待。” [ 2] (P263 ～ 264)毛泽东的这些论述 , 就打破了

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的思想倾向 ,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

本质。坚持创新发展 ,反对因循守旧。毛泽东认为 , 马克思

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 ,也有“它的发生 、发展与灭亡” [ 2] (P391)。

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会灭亡 , 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。并

且 ,毛泽东指出:“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。当然马克思主

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。” [ 2] (P391)

体现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

主义的科学态度。因此 , 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。但是 ,

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前提 , “马克思这

些老祖宗的书 , 必须读 , 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 , 这是第

一” 。在此基础上 ,再加以发展 ,“任何国家的共产党 , 任何国

家的思想界 ,都要创造新的理论 , 写出新的著作 ,产生自己的

理论家 , 来为当 前的政治服务 , 单 靠老祖宗 是不行

的” [ 2] (P109)。并且 ,“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 , 要随

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,不能停滞不前。停止了 , 老是那一套 ,

它就没有生命了” [ 6] (P281)。正是因为毛泽东反对因循守旧 ,

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,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

展 ,所以才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, 所以才能够实

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,形成第一大理论

成果———毛泽东思想。

总之 ,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, 毛泽东一生信仰

马克思主义 ,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, 并且 , 以科

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。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个

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观。学习 、研究毛泽东的

马克思主义观 ,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,对于我

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启示:

第一 ,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, 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

马克思主义。恩格斯曾经指出:“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

不是教义 , 而是方法。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, 而是进一

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。” [ 7] (P742-743)实

际上 , 一切科学理论 , 都不是教条 , 而是方法。 因此 , 我们必

须按照科学的本性去对待马克思主义 ,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

作神圣的或者神秘的东西 ,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

胜利的科学。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 ,才能真正以科学

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,也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

义 , 才能还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本质。

第二 ,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, 这

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

得胜利的关键所在。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 , 真理总是具体

的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在革

命和建设过程中得出的最基本结论。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

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,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

立足点 , 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是我们学习的根

本目的 , 因而 ,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

相结合。

第三 , 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 , 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

有生命力的原因。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

思主义。正因为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 ,又发展马

克思主义 , 所以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、邓小平理论 、“三个代

表”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, 指

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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